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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惩罚性赔偿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了其加罚性的手段，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相结合产生了调节市场业态的作用，同时对于平衡消费市场中的消费者与经营者双方地位有着积极

意义。在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下，经营者占据着天然的优势，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终目的是平衡市场主

体地位，从而保护消费者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经历了2013年的修改之后，通过强化经营者主

体责任并且大幅提高惩罚性赔偿的金额比例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的进一步提升。在对《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适用中，发现存在诸多问题，这要求进一步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现实适用中的解释规则进

行进一步统一规定。通过对现实适用问题进行分析，结合其他理论的优势，发挥对惩罚性赔偿的完善机

制，对交易行为中作为构成要件的“欺诈”进行进一步完善，明确欺诈行为是足以误导消费者、使被欺

诈方产生错误认知的客观经营行为，并将在消费领域中将重大过失纳入到欺诈的主观状态中。在赔偿金

额设置方面考虑加大赔偿金额，利用综合计算的方式对惩罚性赔偿金进行计算，一般情况下根据有数额

限制的模式计算；特殊情况采用无限额模式计算。明确生活消费的概念从而确认消费者主体身份，为“职

业打假人”赋予消费者身份。建议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维权，突破消费领域双方信息力量不平等的

障碍，从而规范消费市场，优化市场经营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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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nitive compensation has played a punitive role under the market economy conditions of entering 
the deep water zone through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ombined with the Consumer Rights Protec-
tion Law to regulate market formats.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for balancing the 
positions of consumers and operators in the consumer market. Under the standardized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economy, operators have a natural advantage, and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punitive com-
pensation system is to balance the position of market entities and protect consumer rights. After the 
revision in 2013, the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Law strengthens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of operators 
and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proportion of punitive damages, which is conducive to further enhanc-
ing the protection of consumer right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Law, many 
problems have been found, which requires further unified provisions on the interpretation rules of 
the punitive damages system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By analyzing practical application issues and 
combining the advantages of other theories, we will leverage the improvement mechanism of punitive 
damage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fraud” as a constituent element in transaction behavior. We will clar-
ify that fraudulent behavior is an objective business behavior that can mislead consumers and mis-
lead the fraudsters, and incorporate gross negligence into the subjective state of fraud in the con-
sumption field. In terms of setting the compensation amount, consider increasing the compensation 
amount and using a comprehensive calculation method to calculate punitive damages. Generally, the 
calculation is based on a limited amount model; Special cases are calculated using an unlimited 
amount model. Clarify the concept of daily consumption to confirm the main identity of consumers, 
and endow consumers with identity as “professional dummies”. It is recommended to adopt an in-
verted burden of proof approach to protect rights, break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unequal information 
power between both parties in the consumer field, and standardize the consumer market and opti-
mize market operation 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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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惩罚性赔偿，又被称之为惩罚性损害赔偿，指人民法院对于加害方判处的超出其违法成本的，同时

也多于受害方受到的实际损害之外的赔偿金额，兼具惩罚性和威慑性。我国虽然具有与大陆法系国家最

为相似的理论传统，但我国法学界对于来自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并非排斥，而是持相对开放的态

度将其引入我国法律体系之中并不断完善。传统理论认为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开始于 1993 年的《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 49 条，此后，我国在原《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等民事法律中也设立了相关规定。

2014 年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适用范围、赔偿数额、惩罚力度等方面相比于 1993 年《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作出了部分修改，但是仍有不足。《民法典》颁布后，我国增加了生态保护和知识产权方面的

惩罚性赔偿，进一步肯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法律地位，并拓宽了其适用范围。 
因此，为了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研究惩罚性赔偿条款的适用问题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分析现行法

律之规定，研究消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存在的现实问题，随后针对性提出相关完善路径，企图以立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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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层面完善相关制度，规范消费者市场，优化市场经营秩序。 

2. 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之概述 

2.1.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的规定 

1993 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中首次明确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确立起了惩罚

性赔偿制度，这表明消费者可以通过提起诉讼的手段来对抗不良经营行为从而获得惩罚性赔偿金。2014
年 3 月 15 日施行的现行《消法》在原《消法》的基础上继承与发展，首次创新地出台了“退一赔三”的

特色规定。 
《消法》经过修改后，惩罚性赔偿制度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次数也越来越多，在国家政策有力的扶

持之下，《消法》中对消费者赔偿金额方面做出了更明确的规定。但近几年，随着深化改革，消费市场也

出现了诸多乱象，频频出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消费者消费权利、消费信息遭受极大损害，有

必要对于《消法》中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深度思考与探讨，提出相关问题的完善路径，在保护消费者

权益的同时也能更好地优化营商环境从而打造出更加自由公正的市场。 

2.2. 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消法中的性质与功能定位 

关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性质，我国法学界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部分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

度带有明显的公法性质，惩罚性措施也是应由公主体实施而非是由私主体实施，应被规定于行政法、刑

法等公法当中；如果惩罚性赔偿制度大量地出现在民商法等私法中并由私主体主动实施，则会导致公私

不分，并且这与传统民法的补偿性相违背[1]。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消费者在交易中相比于经营者处于

不利的地位，只有通过运用惩罚性赔偿制度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权益，维护市场秩序。杨立新教授认

为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民事责任的范围越来越广泛，部分民事责任随着实践的发展，也可以赋

予其惩罚性[2]。惩罚性赔偿制度公私性质之争在我国由来已久，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将惩

罚性赔偿制度应用于市场经营活动中的时机已然成熟，这无疑利于发挥其本源性价值，以便有效保护消

费者权利，维护市场经营秩序。 
惩罚性赔偿制度由于其价值多重性的特点，法学界在对该制度的功能定位方面亦存在诸多争议，王利

明教授认为该制度有制裁、遏制、赔偿的功能[3]；王立峰学者坚持威慑才是惩罚性赔偿的主要制度目的，

认为法院判决故意加害行为时，判决的赔偿金额应大于受害人实际所损失的金额，目的是遏制该不当行为

[4]；也有学者偏向于美国法中的补偿功能[5]，此类学者认为惩罚性赔偿制度应当作为一种救济手段而存

在，才能够更好地补偿受损害方的损失。综上所述，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惩罚性赔偿制度进行了社会功

能上的定位，观点各异。笔者认为，在消费者市场中惩罚性赔偿制度发挥的作用从主体角度的不同而言，

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遏制不良商家的不良商品服务；补偿消费者的损失；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 
惩罚性赔偿制度功能定位中的第一功能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功能在于对市场中不法经营者进行打击与

惩罚。对具有高度“可谴责性”的不法经营者在经济层面进行打击制裁，大大提升其违法成本，使市场

中的不良分子、不法商家产生刺痛感、惧怕感，因内心惧怕惩罚从而实现对不法经营行为的遏制。其次

就是补偿受损害方的合法利益，不法经营者的加害行为会导致消费者合法权利受损，通过惩罚性赔偿制

度对消费者进行救济，一方面可以现实有效地弥补消费者购买不良商品或接受不良服务后的损失，另一

方面可以以经济补偿的期望心理来激发消费者的维权热情，加强民众对市场参与者的监督。最后，通过

上述两种功能来实现第三种目的，即对市场秩序的维护，通过对不法经营者的惩罚，增加其违法成本遏

制不法经营行为；通过补偿受损消费者来激励消费者维权观念与监督意识，加强外部监督，从而创造出

良好的消费市场秩序，维护消费者的公共利益。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7586


陈宇恒 
 

 

DOI: 10.12677/ass.2025.147586 51 社会科学前沿 
 

3.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的问题分析 

3.1. “欺诈行为”难以界定 

从立法层面而言，《消法》中并未对交易行为中“欺诈”的含义做出明确解释，与此同时也并无相关

的司法解释与指导案例进行阐述。有部分学者认为《消法》中的“欺诈行为”应与《民法典》合同编的

“欺诈”含义相一致，经营者的欺诈行为的前提是存在欺诈的故意，即经营者存在主观故意并通过虚假

宣传等其他方式表现于外部，从而使消费者产生错误的认识。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市场经营中经营者

的欺诈故意难以界定，一是经营者的内心主观意思难以通过外部手段摸清，二是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中“一

般故意”与“重大过失”的界限难以界定。消费者相比于经营者，由于其信息不对称、存在信息差，处于

天然的劣势位置，如果一味苛刻要求其证明经营者的故意欺诈的内心意思表示，会存在取证困难问题，

难以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因此，该部分学者认定“欺诈”的标准是经营者实施了足以误导一般消费者

的不良行为。目前对“欺诈行为”的认定意见不一，有待统一。另外，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负有对消费者

的告知义务，为了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针对一般商品的关键性信息，生产者、经营者应予以详细说明，

一般包括价格、生产日期、规格等，根据诚实信用原则来看，商家的告知义务属于《民法典》中规定的附

随义务，若违反告知义务，则会导致消费者权益受损几率增加，经营者的告知义务对于“欺诈行为”在

法律与现实层面的认定十分关键。 
以美国为例，只要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着实在的消费联系[6]，法官在判决时完全可以忽略经营

者已经明知的情况，不需要此项构成要件。但《消法》第 55 条的明确规定客观上阻碍了惩罚性赔偿的现

实适用，笔者以为，《消法》中的欺诈完全不同于民法典中的欺诈，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别法，《消

法》中所说的欺诈是出于在消费过程中全面维护消费者利益的目的；而后者涉及到更多民事主体利益的

保护。只有明确《消法》中的欺诈的定义，分层分类探析从而完成准确化的法律适用，才能扩大法律适

用的范围。 

3.2. 惩罚性赔偿金额存在问题 

设定惩罚性赔偿金额标准需要具有可量化的特征，一方面方便计算，另一方面能够提供消费者、经

营者清晰客观的认知标准。2013 年颁布的《消法》中第 55 条相比于原《消法》第 49 条，提高了赔偿金

额最低标准，明确了惩罚性赔偿金额五百元的最低限额。虽然现行《消法》在最低赔偿金额上有所提高，

但是在赔偿金额设定层面仍有待商榷。同时，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实际应用中也需要采取科学合理的计

算方法进行计算。 

3.2.1. 赔偿金额设置不合理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人均 GDP 的增长，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低赔偿金额的设定在一些低价商品领

域中难以发挥其惩罚与遏制的作用。在一些价格低、销量多的商品经营中，五百元的赔偿金额对于经营

者的惩罚作用微乎其微，一些商家在衡量盈利金额与预期赔偿金额之后，如果出现处罚金额不足以影响

其盈利的情况，在经营者的逐利心理的诱发下，一些财力雄厚的经营者可能并不会被法律所威慑，并不

能有效遏制不法经营者的欺诈行为[7]。相比于惩罚性赔偿制度较为成熟的英美法系国家，英国与美国将

100 万设为高额惩罚性赔偿金的标准，我国设置的三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机制远低于此惩罚力度，仍需

提高违法经营者的违法成本。同时我国相比于多数发达国家法治建设周期较短、国民法律意识亦较为淡

薄，最低限额五百元的惩罚性赔偿金额和三倍的赔偿方式难以激发国民的维权欲望，是不法经营行为泛

滥的又一原因。如美国的“麦当劳咖啡烫伤案”1，此案的消费者在品尝咖啡时不慎被烫至三级烫伤，随

 

 

1Liebeck v. McDonald’s Corp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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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证明麦当劳咖啡存在不合理烫伤风险，随后法庭认为麦当劳在产品安全上存在鲁莽漠视，判决其承担

百万赔偿。再如“福特平托车案”2，经营者明知其产品邮箱设计存在缺陷，但为追求利益并未予以召回，

后消费者遭受严重伤害。法庭认为经营者明知缺陷却故意出售，置消费者权益于不顾，判决惩罚性赔偿

千亿美元。相比于英美国家，我国在近年来的高额惩罚性赔偿案件很少，与此同时 100 万以上的惩罚性

赔偿金额案例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经营者侵权案件中加害方所赔付受损害方的金额在 1 万元以下，惩

罚性赔偿的惩罚和威慑效能很难发挥出来。1 万元以下的赔偿金额对于某些商业大集团而言如同沧海一

粟，很难触及到大企业的“痛处”。虽然我国在个案上有赔偿金超过 1000 万的“劳斯莱斯案”3，但是总

体上惩罚性赔偿金额仍然较低，对不法商家而言，很难感受到惩罚的痛处，难以发挥惩罚性赔偿的现实

效能。 

3.2.2. 赔偿金额计算标准仍待明确 
《消法》中作出了最低赔偿数额和假一赔三的规定，这一赔偿机制看似完善，实则在司法适用中存

在问题。例如，消费者在一次购物中购买的若干件商品中，有部分不良商品符合《消法》中规定的欺诈

行为，部分学者认为赔偿金额应以全部商品付款总价为限，适用于“退一赔三”的规定，目的是更完善

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防消费者平白无故损失利益，也可以通过此种手段更好地震慑不法经营行

为；反对方站在双方交易公平合理的角度，主张只有存在产品问题的部分商品可以列入赔偿金额的名单，

其他购买的合格产品不应列入惩罚性赔偿金额，否则也是对合格厂家的不公正对待，不利于消费秩序的

维护。在另一种消费场景中，消费者多次购买同一种产品，当发现存在欺诈行为后，计算赔偿金额的方

式也会有所不同，产品单价低于五百元时，将多次购买产品金额相加，计算出购买总价后适用“退一赔

三”的规定；而与此同时也可以采取不同的计算方式，将每次的购买金额适用于赔偿金额的规定，“增

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此种方式计算出来的赔偿金额对消费者更有利。在大多数消

费市场中，经营者根据相关赔偿细则若推算出自己实施不法行为获得的收益与付出代价不相匹配，收益

大于代价则会使惩罚性赔偿机制的建立变得毫无意义。另一方面，对于赔偿金额不足 500 元按 500 元赔

付的规定，消费者付出巨大的时间、精力，又经过复杂的维权程序才获得 500 元是远远不够的。因此，

对于惩罚性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有待进一步明确。 
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在学术界有两种方式：一是设置最高限额；二是引入补偿性赔偿金作为起算基点，

累积相加。此外，在设置计算标准的时候应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以免偏离制度设立之初衷。 

3.3. 消费者主体身份认定模糊 

所谓法，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共同特征而形成的一种权威性的范畴”[8]。法律具

有滞后性和高度概括性，一定时期内制定的法律规范并不能永远满足社会生活的现实需要，这就要求立

法者适时调整以契合经济基础，发挥法之积极能动性。正因如此，随着新的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出现，

我们不能局限于过去对“消费者”这一法律概念的理解，应对消费者的概念标准作出符合新时代特征的

解释。 
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知假买假”、“专业打假人”等人群的出现使人们对消费者资格的认定产生

了一定争议。对于“知假买假者”主体认定以及赔偿金额的裁判，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些学者认为“知

假买假”的行为不属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善良消费者”，其主观目的不纯，不应鼓励此种行为；另外一

些学者认为“知假买假者”主体的认定不应以其获取赔偿金的主观目的来判断其消费行为的合法性，一

旦其客观行为被包含于《消法》中“生活消费”的构成要件，那么就可以主观认定其消费者的主体身份。

 

 

2Grimshaw v. Ford Motor Company (1981). 
3贾佳莹与北京锦麟盛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德特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18)京 03 民终 319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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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邢某案 4 中，一审法院认为邢某购买面粉的消费行为属于知假买假并且商品的使用过程中邢某并未遭

受到人身损害，因此认定邢某不属于消费者；而二审法院采取不同的价值判断立场，确认了违约之诉中

也存在惩罚性赔偿，只要是购买行为属实，商品、服务质量与描述不符，不论行为人主观购买目的如何，

同样具有消费者权利，同样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以保障消费者权益。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对于消费者身份

的认定可能由于价值判断立场不同，产生的结论也不同。在本案中邢某作为知假买假的代表，其诉求也

应得到充分考量，法官可以根据比例原则合理确定赔偿金额。与之不同的是，在周权案 5中可以看出不同

法官对“消费者”主体身份的判定具有不确定性，其判决结果对主体身份的不认可会降低消费者的诉讼

期待，也使法律的权威遭到质疑。 

3.4. 消费者维权困难 

随着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消费者越来越多，但实践表明，在已经发

生过的消费者侵权案件之中，惩罚性赔偿使用量较低。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遭遇到欺诈等不法经营行为

后，多是通过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通过消协的调和手段解决问题、维护自身权益；或是运用行政手段

向有关行政部门反映问题，或通过 315 举报，但通过诉讼手段运用《消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来维权的

民众占比低。究其原因，我国很多法律程序还不完善，这便使得维权过程困难重重。具体表现如下：第

一，高额的诉讼成本摆在群众的面前，时间与金钱是诉讼之路上的两座大山，这样的现实困境使得消费

者尽管胜诉，其花费的成本也有可能高于其获得的赔偿，长此以往，消费者就不会再选择起诉来维权。

第二，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在消费市场中仍然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在双方商品或服务交易

中，消费者相比于经营者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由于交易信息不对称，受害者一方不具有准确判断经营者

主观故意欺诈的能力，无法准确有效负举证责任。 

4.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建议 

4.1. 完善“欺诈行为”的构成要件 

《消法》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构成要件中包括欺诈行为。但是现行法律

中规定的“欺诈”是否是民法规定的一般欺诈，还是有别于民法的消费欺诈，对此立法层面并没有做出

明确具体的规定，这使得各级法院的法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从不同的价值立场做出了不同的解释。为

了使得惩罚性赔偿制度符合其立法精神与立法目的，笔者认为不能拘泥于传统民法理论中对欺诈构成要

件的理解，立足于现实对经营者主观心态进行认定。根据《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缔结合同

过程中行为人面对虚假情况没有对消费者进行如实告知真实情况，就构成欺诈行为。虽然该办法属于公

法的范畴，但是透过现象看本质，消费者陷入误区并不要求经营者存在主观上的欺诈故意，对于《消法》

的完善有着丰富的参考价值与借鉴经验。 
综上，在欺诈行为的认定方面不宜一味苛求排除经营者的故意内心意思表示，而是要系统考量经营

者的内心心态。重大过失在消费领域出现表明经营者没有尽职尽责的履行其注意义务，这与故意的可谴

责性相当[9]。因此，可以将其纳入欺诈的主观状态。从《消法》的立法目的出发，对欺诈行为的认定进

行修改和完善，能够更好地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2. 建立科学的惩罚金赔偿标准 

我国的惩罚性赔偿金的计算标准只有受损害方的所受损失达到一定倍数标准才可以适用，但过于注

 

 

4邢某从某种植场购买了 21,960 元的面粉，以无食品生产许可证理由起诉主张原款退还，并支付十倍的惩罚性赔偿金。 
5周权与大商集团大庆新玛特购物休闲广场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皆否定了其消费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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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标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保护。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建议对惩罚性赔偿金采

取综合计算的方式，一般情况下根据有数额限制的模式计算；特殊情况采用无限额模式计算。这样不仅

可以化解惩戒性、遏制性不足的问题，还可以防止过度赔偿。 
通过确定数额“上限”，不同产品领域的产品采取弹性手段调整赔偿金额，法官可以结合具体案件

中的事实行为与法律手段进行合理化裁量，对侵权人起到震慑的作用。此外，没有数额限制的方式，当

出现严重危害社会的不法侵害时，法官可以超出“上限”作出判罚，惩治恶劣的消费侵权行为。 
另外，法官也可考量违法者的主观恶性、违法行为的可谴责性 、案件的社会恶劣性、经营者受益金

额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判断认定赔偿金额，提高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可操作性。 

4.3. 以“生活消费”标准衡量消费者身份 

目前我国只在食品、药品明确承认“知假买假人”的消费者主体身份，其他消费领域中打假人的消

费者身份没有完全得到法律的认可，但随着市场经济不断繁荣，越来越多的消费领域需要“职业打假人”

被赋予消费者身份，应明确以消费行为是否属于“生活消费”来衡量消费者身份。 
生活消费不同于生产性消费，其消费目的是维持生活、生存需要，包括低级的商品消费与高级的服

务性消费，包括教育文化消费、休闲娱乐消费等。消费者身份只从客观消费行为出发，不以主观心态定

身份，属于生活消费的客观行为发生便可以适用于惩罚性赔偿。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对不良经营行为的打

击面，另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保护广大消费者权益。 

4.4. 健全举证责任制度 

如果僵硬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责任方式将会导致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施，对此

考虑到双方力量的对比，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立法目的出发，实施举证责任倒置更为公平合理，不止在

实体法中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力度，更应该在程序法中对处于劣势地位的消费者进行倾斜性保护。具体

而言，由消费者提出初步证据证明经营者的不良经营的行为，再由经营者提供相关具体证据进行反证，

若经营者没有相关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实施欺诈行为，则要根据其行为承担法律上的不利后果。通过拓展

《消法》23 条的适用范围，平衡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市场地位，从而倒逼经营者加大举证责任，这样也有

利于消费者提起惩罚性赔偿之诉。由于在消费者保护领域经营者与消费者双方力量对比差距悬殊，举证

责任倒置的方式有利于突破消费领域双方信息力量不平等的障碍，完善消费者维权路径，有利于市场交

易的公平与正义。 

5. 结语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渐重要的今天，惩罚性赔偿制度仍存在诸多问题。面对“欺诈行为”在法律与

现实层面难以界定的问题，需要我们明确“欺诈行为”的内涵，通过赋予“欺诈”在消费者保护领域新内

涵，在立法层面统一认定标准；而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需要法官正确合理地行使自由裁判权，结合具体

案情中消费者损害情况与经营者告知义务的履行公正裁判。在惩罚性赔偿金额的立法设置与司法计算中

存在不合理、不明确的情况，应根据平衡原则、适度原则适当提高赔偿金额的最低限额，以弹性手段调

整双方利益平衡从而达到维护消费者权益与激发市场活力相平衡。由于缺少统一立法、欠缺相关的司法

解释，实践中对消费市场中存在的“专业打假人”的身份界定模糊，完善消费者身份资格的认定机制，

从立法目的与立法精神出发，以生活消费的标准衡量消费者的法律身份。关于消费者维权过程中存在的

困难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二是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倾斜性举证责任分

配调整来完善消费者维权的路径。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功能，一方面遏制不良商品服务，一方面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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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权益，从而规范消费者市场，优化市场经营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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